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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的调和，求公与私的共济，而一方面又更进一步去设法假人欲以行天理，假自私以济大公。”8从现代伦理思想

的发展趋势看，宋儒“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显然已经过时，因此现代新儒家不必再拘守这种旧观念，应当跟上时代的

步伐，对理欲关系提出新的诠释。在贺麟看来，人欲与天理并不是敌对的或对立的关系，而是相容的、互济的关系。

过分地凸显人欲，当然会助长为非道德的消极因素；但是，过分限制人欲，不利于调动人的进取精神，也会妨碍经济

发展。如果恰当地看待人欲，人欲也可以构成使天理得以实现的积极因素，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与条件。如果道德

生活完全脱离了人的欲望、需求，则必然陷入空虚与贫乏。这样的道德生活绝不是现代人所要求的充实丰富、洋溢着

生命力的生活。贺麟认为，视人欲为洪水猛兽，乃是经济不发达的旧时代的人所难以避免的偏见，随着时代的发展，

原本对人类有害的消极因素也可以转化为对人类有益的积极因素。洪水可能泛滥成灾，但把洪水控制起来，也可以用

来发电，从而造福于人类；猛兽可能伤人，把猛兽关在动物园里，也可以供人们欣赏。 

  贺麟提出的儒学可以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显示出儒学经过现代转化以后，仍然可以有用武之

地，仍然可以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问题在于：儒学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也有促进作用呢？我们的看法

也是肯定的。 

  三 

    毫无疑问，在新的世纪中，中国经济将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上必将越

来越强大，东方睡狮正在觉醒！中国共产党正在全心领导十几亿中国人民想尽一切办法赶超发达国家，而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找到了正确的道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惯性，将按照自己的规律而发展，决

不是个别人或任何主观意识所能改变得了的。当然，这个过程决不会一蹴而就，城乡发展的巨大差别、东西部地区之

间的巨大差距以及人口重负、落后意识等对中国现代化都具有巨大的制动作用。但是，希望的萌芽破土之后，不是就

有大量的农民在农闲时外出打工、看看精彩的外面世界、接受城市新观念的洗礼了吗？不是也有华西村、刘庄等新农

村出现了吗？事实证明，有儒学文化背景的中国人接受市场经济的新观念并非不可能。传统观念固然应当转变，但把

传统观念同新观念对立起来，否认其现代转化的可能性，显然不符合事实。 

    新世纪的中国经济在“适度的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在执政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引下，是可以飞速发展

的。因为市场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依赖于对人们经济利益的承认、依赖于对经济竞争中自由与公平

的保障、依赖于对人们财富私人占有的认可，而这三点在目前的中国来说，正在逐渐变为现实 ，或者说是中国共产

党和政府正在努力从事的工作。“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当人们有了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愿望时，也就有了前进

的动力。在当今的世界上，没有那一个国家会因工业文明的副作用（如环境污染等）而降低自己的发展速度。公开承

认人们占有物质财富的合理性，必将极大地激发人们的创造能力的发挥，极大地提高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回顾改革开

放后我们所取得的成绩，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长期停滞不前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公开承认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正当要求，宋明理

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有思想禁锢的作用。但是，也应当看到，“存天理灭人欲”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并没

有社会的实际状况。在理论上不承认人欲的正当性，不等于人欲因此而真的消失，只不过是转化了形式而已。在中国

封建社会中，对政治权力的占有，强烈的官本位意识，实际上就是通过对政治权力的占有来掩盖对经济利益的占有。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人情大于王法，“利”掩盖在“情”

之中，只要有了权，就会获得各种各样的“情”和各种各样的“利 ”。在市场经济时代，公开承认求利的正当性，

将会使“情”的色彩淡化，使“法”的色彩强化，并进一步会导致“权欲”的淡化和“官本位”的淡化。中国人历来

对于形而上的纯本体论问题不太感兴趣，历来关注的焦点是活生生的人，儒家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观念集中



体现了这种倾向。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儒家文化中的务实精神已经开始、并最终会得到极大程度的弘扬。宋明理学

“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笼统地讲，确实不妥；如果加以限制，在市场经济时代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固然应当承认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但决不是主张放纵人欲。对于金钱拜物教，对于商品拜物教，对那些唯利是

图、损人利己、利欲熏心的人，讲讲“存天理灭人欲”的古训，有何不可？ 

  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仍有其独特的现代价值，那就是可以对过度膨胀的功利追求发挥制

衡作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将日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就迫切需要“义”来予以调节。

“义”与“利”的平衡，实际上是维护社会稳定、协调社会发展的有效方式。在现代社会，讲“义”实际上就是讲法

治和信誉，也就是说，在追求利益的时候，要遵守公众制定的游戏规则。具有丰厚积蕴的中国儒家文化，在协调现代

社会中义与利的关系方面，完全可以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现代人常常会感受到意义失落、价

值失衡的困惑；极端的功利主义将造成人们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滑坡。对于这些现象，儒学将发挥制衡作用，以崭

新的面貌再现于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由于儒学人文主义的导向，使得中国人非常务实，只要有利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均可采取“拿来主义”的态

度。“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不管是玉皇大帝，还是太上老君，抑或释迦牟尼，只要能保佑我，都可以供奉他，甚

至可以放在一起供奉。在人们的经济利益得到认可的情况下，这种务实精神必将产生极大的影响，人们会自觉自愿地

参与到市场经济中去，改变自己的贫穷状况和国家的落后面貌而努力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党和政府迫切需要制订出

相应的经济法规和制约机制，以保证人们的经济活动按照一定的合理规则行事。使人们处于公平的自由竞争当中，从

而避免产生民众的心理失衡。这种情况虽然还有一个完善的过程，但我们目前正在做。转变经营机制、明晰产权关

系、转变政府职能等等，都是这种努力的组成部分。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可以避免务实精神滑向它的另一个极端―

―为了占有经济利益而不择手段。 

    当然，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还会遇到许多的制动因素，其中有些确实与儒家文化有关

系。例如，儒家文化中的官本位意识已如上述；再如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小农意识和轻商意识（如“士农工商”的排序

和“奸商”的蔑称等），对于现代化进程也会形成负面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不可以克服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

标志就在于工业化水平，因此，随着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机器大工业在农业中的大量运用，人多地少的矛盾将会

越来越突出，这样，农村中大量的劳动力必将从祖祖辈辈固守的土地中解放出来，接触到更大范围的现代化进程，参

与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去，或者经商，或者把自身的劳动力充实到城市人不愿干的工作中去，这是社会的必然，也是

农村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不能以狭隘的眼光（如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等）来看待“民工潮”，也不能以

行政手段强制农民固守在无活可干的一点点儿土地上。农村人自觉自愿地要求改变小农意识，正是我们现代化过程中

求之不得的事情，理应加以积极引导。 

  在当代中国，传统的小农意识和轻商意识已经在改变，与现代意识相融洽的务实精神正在蓬勃发展。轻商、贱商

的意识虽然还在不少人的脑子里具有一定的地位，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影响必定越来越小。目前对儒家轻商意

识的批判，除了换得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稿费之外，已经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意识形态在现实的经济基础面前，永远

占据不了主导地位。儒学作为一种传统的意识形态，一直都非常重视义利之辨，宋儒则把义与利对立起来，提出“存

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的发展有不良的影响，这是事实，但这毕竟不造成中国经济落后的主

要原因。造成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还是应当到社会制度方面去找，不能要儒家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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